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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与解禁：《火烧红莲寺》旧史新探

顾　倩

摘　要：《火烧红莲寺》及其相关的被禁、解禁，是中国电影史上的重要事件，代表当时的中国社会

舆论和政府力量对中国电影社会影响的空前关注。从其禁与解禁的过程，研究明星影片公司涨落命之深层

社会动因，政府电影法规之后的各方力量博弈，更探寻禁与解禁背后包含的民国电影与中国社会、政治、

文化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１９３０年早期；南京国民政府；禁与解禁；红莲寺

作者简介：顾倩，女，讲师，博士。（浙江传媒学院　文学院，浙江　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中图分类号：Ｊ９０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６５５２（２０１１）０３－００４４－０６

导　语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前后所发生的禁摄武侠神怪片风潮引人瞩目，这是自 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初期 《阎瑞

生》、《张欣生》等影片被北洋政府禁映后，政府方面第二次呼应社会舆论，对电影业自由竞争导致的

负面影响所做出的强势回应与干涉，而此次干涉的规模和力度非前次可比，社会影响也更为深远。而

其体现出的政府、知识阶层和电影业界、普通观众之间的价值取向与审美倾向的分歧，也富有深意。

明星影片公司作为民国电影史上最盛名的公司之一，经历了诸多重要的电影事件，如 《火烧红莲

寺》系列影片的红紫及其禁映、“复活”，无不折射着时代风潮与观众心理，同时也展现了当时的中国

政府企图在电影领域实施管理，实践民族国家想象的更为宏观的意图。

一、《火烧红莲寺》兴盛原因之再探

１９２７年古装片大盛，武侠片和神怪片就在其热潮中不时引人注目。１９２８年６月 《火烧红莲寺》出

现，引发武侠神怪片热浪，１９２８—１９３１年，上海约５０家电影公司摄制了近４００部影片，其中武侠神怪
片有２５０部［１］（１３３）。武侠神怪片风靡中下层的同时，也日益引起知识阶层和政府人士的警惕。因 《火烧

红莲寺》将这把大火吹得太旺，终于招来了官方的雷霆暴雨，熄灭这如荼之势。之后虽有烬中余火，

但已远不能与当年的 “火烧”燎原相比。

武侠片与神怪片本是两种类型，其紧密结合始自 《火烧红莲寺》。在明星拍摄 《火烧红莲寺》之

前，就曾摄有 《山东马永贞》（１９２７年）、《大侠复仇记》（１９２８年）等数部武侠片，又有天一的 《女

侠李飞飞》（１９２５年）、太平洋的 《将军之女》（１９２６年）、新大陆的 《剑胆琴心》（１９２６年）、友联的
二集 《儿女英雄》（１９２７—１９２８年）、长城的 《黄天霸》（１９２７年）、民新的 《绿林红粉》（１９２７年）、
大中华百合的 《王氏四侠》（１９２７年）等多部影片，均为展示硬功、较为 “务实”的武侠片。

神怪片最初则并非一种独立类型，而是作为一种奇观因素与古装片纠合在一起，因受欢迎而日渐

独立，如 “天一”所摄的三集 《义妖白蛇传》（１９２６—１９２７年）、《唐皇游地府》（１９２７年）、《西游记
莲花洞》（１９２８年），“大中国”出品有如 《猪八戒招亲》（１９２６年）的改编自 《西游记》的数部、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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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自 《封神演义》的数部，“明星”有 《车迟国唐僧斗法》 （１９２７年）， “上海影戏”的 《盘丝洞》

（１９２７年）因带有色情因素而在其中风头最健，就连素以知识分子情调著称的长城画片公司也未能免
俗，裹挟其中，拍摄了 《哪吒出世》（１９２７年）、《火焰山》（１９２８年）［１］（１３２）等神怪片。

《火烧红莲寺》之所以能一举红遍中国，很大程度上在于其中出现了神怪因素———明星公司运用当

时技术人员所能想到并实现的全部特技来描绘以往只能想象不能亲睹的神奇武技———偏向内力比拼的

飞剑白光比斗，超越了人的肉身限制，将中国特有的传统武技灵异化。因此，《火烧红莲寺》风靡所指

示的，其实不是武侠片，而是神怪片的兴盛。中国传统社会过于规整压抑，中国人不善幽默，也缺乏

想象。因此，神怪片的出现，对中国人是一种别样的刺激，对中国文化是一种弥补，因而广受欢迎，

从这个意义上讲，神怪片具有相当积极的疏导社会压力的功能①。但同时，它也与正统社会要求有较大

的出入，因而引发了相当多的批判。

二、《火烧红莲寺》再次拯救了明星公司

明星公司历史上几起几落，低落时趋于破产，却总有一部影片出来救命，１９２３年是郑正秋主导的
《孤儿救祖记》，１９２８年是张石川主导的 《火烧红莲寺》。１９２８年５月１３日，《火烧红莲寺》首映于中
央大戏院，顿时引发轰动，“万人空巷，争先往观，收入一丰”［２］。随着该片的全国热映，明星公司趁

热打铁，先后推出 １８集 《火烧红莲寺》，并靠此片扭亏为盈。仅靠前 ３集，明星公司 １９２８年盈利
４７３９３５９元，４—９集在 １９２９年为其盈利 ２５５０５７９元，１０—１６集为其在 １９３０年盈利 ２５５０５９４元，
１９３１年，靠１７—１８集盈利１９９８６８３元［３］。如果不是遭到政府禁映，张石川还打算继续拍下去。

除去经济效益之外，“明星”该片还使得一向专拍武侠片的小公司纷纷倒闭，导致张慧冲、王元龙

等前度劲敌、著名的武侠明星屈身投入，无形中壮大了自己摄制武侠片的力量。

在拍摄 《火烧红莲寺》的过程中，“明星”以董克毅为首的技术人员，进行了大量的特技研究，这

既包括前期拍摄中使用钢丝、布景制造腾飞效果，也包括后期用叠印、动画等方式制造飞剑白光等效

果，以制作带动了技术进步。虽然这些特技后来看来太粗糙，但在当时中国却是领先的。

《火烧红莲寺》说明了明星影片公司虽然在后来 “联华”② 所代表的 “摩登派”出现后，被人认定

为守旧派，但是作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大公司，多年来积累了丰富的运营经验，总能绝处逢生，柳暗花

明。张石川作为 “明星”的主导者，虽然品味不见得宽广高尚，但他对类型流行的敏感和把握的准确

度是卓越的，从１９２２年的 《张欣生》，１９２３年的 《孤儿救祖记》③ 到１９２８年的 《火烧红莲寺》，无不

体现出他的商业天赋。然而在 “明星”因该片达致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时，危机也暗伏其中。

三、查禁之曲折

关于武侠神怪片的社会舆论，可以说截然划分成正反两派阵营。如赞成者，夸扬此类影片包含的草

根与革命的关联，尚武与勇敢精神对国民性的激发等等；反对者，则看出这种革命因素背后包含的对

政府管理秩序的损坏，草根所常有的盲目性与粗糙性，更针对其中未受现代科学思想改造，与近现代

民族国家塑造指向相悖逆的部分发难。对武侠神怪片的称许抑或批判，皆针对其中的不同角度与层面。

事后审度，未必足以构成对此类型片的全盘否定。但是，武侠片中包含的反体制反权威意识，神怪片

５４

①

②

③

也许神怪片从根本上来说，作为一个单独类型存在的并无深层意义，但神怪片具有其他类型不能替代的功能在于：关于神

怪的想象是自人类产生以来便存在的，是人类心理进程的一种天然反映，带有人类学研究价值；神怪片可以作为现实的另类反映

方式之一；神怪片与科幻片一样，都是人类想象力的一种展现，所不同的是前者指向对人自身肉体存在和精神能力的一种极度夸

张，后者指向对人所能具有的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的精密想象，都具有不可抹煞的类型价值。对神怪片、恐怖片类型的人为压抑，

反映了实施控制者对人类思维可能达到的能力超出监控范围的恐惧，也是对想象力自由发挥所带来的社会伦理控制力减弱的担忧，

是习惯思想控制的社会缺乏自信的表现。

“联华”于１９２９年方成立，这种判断当然晚于 《火烧红莲寺》出品，但从 《火烧》系列影片延续时段而言，二公司已经被

人不断加以对比评判。

《孤儿救祖记》一片，虽是郑正秋主导，但没有张石川的拍板，显然也是不能成拍的。



浙江 传 媒 学 院 学 报 第１８卷

所包含的迷信反科学因素、引发类似宗教狂热的社会反应等等，都足以引起已由民初的打天下的革命

党演变为治天下的执政党的官方警惕。政府一开始按照所需选择了舆论中的反方加以呼应，又最终反

过来影响到了舆论。

南京国民政府在成立后不久，稍有余力，便致力于以电影检查为中心的电影管理体制的建设，其最

早发力，也是来自于检查执行的中央政府行政机关：内政教育二部合组电影检查委员会①。对武侠神怪

片的查禁，首先针对的便是树大招风的明星公司及其大红大紫的 《火烧红莲寺》，逐渐演变为整肃善于

投机取巧、大打擦边球的众多小公司。

国民政府最先开始禁映 《火烧红莲寺》，始于１９３１年７月。此时 《电影检查法》已经颁布，内教

二部电检委也已开始办公，按照计划，先是给之前上海市电检委已通过各片换发准演执照。电检委６月
１５日开始办公，６月２７日，为先已上映的 《火烧红莲寺》换发了准演执照。不久，电检委函 “明星”

要求将 《火烧红莲寺》１３—１７集再次送会检查，同时也要求 “天一”将 《乾隆游江南》７集，暨南公
司将 《江湖二十四侠》，再付检查。７月１５日，内教二部电检委遵照二部之指令，在第１１次委员会议
上决议禁止 《火烧红莲寺》映演，并吊销已换发之１３—１８各集执照。

由于内教二部电检委新成立，其权威尚未树立，因此不断有抱着侥幸心理的电影商企图瞒天过海。

１９３１年７月后，各地不断报告有擅自映演 《火烧红莲寺》的情况，如８月上海有恩派亚、长江戏院，９
月发现嘉兴吴县民众戏院、杭州西湖、大世界戏院等先后擅映 《火烧红莲寺》，电检委分别处罚，并责

令 “明星”将底片送会，以免其再擅自出租。

１９３２年８月，明星公司上呈电检委，陈述自１９２８—１９３１年之间拍摄 《火烧红莲寺》１８部，耗资
５０余万，摄制本意乃 “期籍电影技术引起民众之兴趣，然后徐徐插入民族主义，聊效为党宣传之微

劳”。并陈自１９３１年７月遭禁映起，当即向中央党部及电检委陈述种种困难，请求重行检查，弛禁开
映，得到电检委批准，并遵命改 《火烧红莲寺》为 《红莲寺》，并修改被指之不妥处，遂重获准演执

照。孰料不久又接到警字第１３７号令，称根据出版法禁 《江湖奇侠传》一书及据此摄制的 《红莲寺》

各集执照。明星谓 “读悉之下，惶恐莫名”，谓 《红莲寺》前二集确实取自 《江湖奇侠传》，但因 “戏

剧与说部之描写不同”，内容已经大有增损，故改名 《红莲寺》。且从第三集开始，多采自民间故事，

而不再取材 《江湖奇侠传》。如今因此被禁，乃代人受过。且 《红莲寺》早经电检委审阅，其中有涉荒

诞之处均已删剪，故现映之 《红莲寺》已全无迷信内容，并不违反 《出版法》第１９条各款。而未经登
记之小说不得摄制电影，乃是指 “今后”，《红莲寺》摄于此令发布之前，应属既往不咎。故仍请电检

委本着维护国产电影之苦心，维持原有裁决。虽然明星公司辩诉不无道理，但因上级禁映该片的意见

坚决，电检委驳回其请求［４］。

首先，明星所述的 “徐徐插入民族主义，聊效为党宣传之微劳”，与其摄制该片之真正目的堪称风

马牛，将纯粹生意眼的 《火烧红莲寺》诠释成为了苦心在中国传统武侠故事中加入民族主义教化，从

而实现为党国效力之终极目标的意义非凡的作品。明星为迎合政府心理而出此语，实在有些令人哑然。

其次，在 《电影检查公报》所存的内教二部发布的 “警字第１３７号”令颇有一些奇怪之处：首先，
禁止 《红莲寺》影片映演之根据基于内政部出版法而非新颁电检法，本来明星公司出品的 《火烧红莲

寺》系列影片，符合 《电影检查法》第２条第４款规定的 “提倡迷信邪说者”不得核准之禁条，完全

可以据此裁处，但此时依据却是出版法第２３条及第３９条之规定，谓上海世界书局总理沈知方呈送登记
的 《江湖奇侠传》样本，“内容荒诞不经，有违党义”。而电影 “系用机械及化学方法印制而供出售散

布之图画”，故适用出版法禁止；电影 “传播之广，危害之烈，甚于书籍”，“自应一体查禁，以免流毒

社会”，将 《火烧红莲寺》各集全部查禁。其次特别提出 “今后，凡未经依照出版法在本内政部登记许

可出版之小说，或其他书籍，一概不准据以取材，摄制电影”。其实，与电检法配套实施的 《电影片检

６４

①以下简称 “内教二部电检委”。“电影检查委员会”简称 “电检委”。另：关于国民政府电影检查体制，另有专文论及，本

文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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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暂行标准》“戊”项下已规定 “（１）取材于禁书；（２）取材于未经内政部注册或登记之出版物”，凡
有此类情形者，应即删剪或全部禁止，完全可以根据电检法及其暂行标准禁映红莲寺影片［５］。

将电影片视为图画，进而处处施用内政部出版法禁映 《火烧红莲寺》，可以有三种解释，一是当时

内政部警察方面，对电影的特性并无清楚认识，甚至对新颁布的电影检查法也漫不经心，而以自己熟

悉的出版法来限制电影，老办法适用新问题，不免有失严谨。警察方面的惰于思考，散漫不经，也许

正是形成教育部人士在内教二部电检委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是电检委本身就是内政、

教育二部合组，双方一直存在配合与争权的问题，内政部单独以 “警字”发文，包含抛开教育部向电

影界独示权威的企图。三是电检委先根据 《电检法》对各集 《火烧红莲寺》进行禁映，而后应其所请

开禁，不久又再禁，如此反复，置法令尊严于无地，因此只得再借用 《出版法》查禁，以免予人 《电

检法》乃朝令夕改之儿戏的印象。无论真相如何，电检委与 “明星”方面，有着某种特殊关系是毋容

置疑的。这在后来也给电检委带来了麻烦。

１９３２年６月１３日，对 “明星”出品的攻击忽然蔚然成风，先后有公民杨杰、杨飞熊、张志成等既

在报纸上发文抨击，又转呈各地党部、上书行政院、监察院等控告 “明星”所出品之 《火烧红莲寺》

及 《旧时京华》影片。行政院遂将呈文转送教育内政部处理。与此风潮相呼应，上海 《小百姓报》社

员张志成、王家福、王守义等人一面附上天津 《大公报》、上海 《小日报》等作为佐证，一面批评 《火

烧红莲寺》提倡迷信邪说。他们提出 “电影虽为娱乐事业，负有社会教育责任，取材良则收启迪民智，

移风易俗之效，取材不良则足以妨害善良风俗及公共秩序，其害非浅”。而该片取材、内容皆荒谬，违

反 《电影检查法》第２条第４项之规定，自然应予禁止。内教二部电检委成立之初，即予禁映。但时
隔不久，明星公司神通广大，竟得将禁令取消，该片得以死灰复燃。明星公司在商言商，自然不顾贻

害社会之后果。张志成等人攻击重点放在了内教二部电检委身上，斥责其 “既因迷信邪说而禁止映演，

又复不顾一切而取消禁令准予映演，出尔反尔，不惜躬自破坏电影检查法，皇皇法规视同儿戏，国家

法治之精神何在”。联系上围绕 《旧时京华》所发生的纠纷，认为 “明星公司具通天手段，能左右电影

检查会”。既然电检委有意庇护，张志成等人便本着 “公民等为中华民族尊严计，为社会教育前途计，

为公共秩序安宁计，为国家法治精神计，义难缄默”［６］的精神，要求彻查。

６月１７日，又有报刊报道，１９３１年因 《红莲寺》剧情 “殊为怪诞”，“除分身斗法而外一无可观”，

因而 “社会上对电检会颇多责难”，更有人函请禁映。“但电检会在陈德征时代，固可无论剧情如何，

有相当酬报，决可通过检查云云，官样文章而已”，电检委改组后，该片即被明令禁止，不许重映。时

隔不久，经明星疏通，禁令即告取消，当时并未提及续摄一事。不料 “明星”贪心不足，最近又打算

续拍，并且制作了第１９集的剧本交电检委审查批示，按其意见修改后正申请续拍。因而引起众人注意，
纷纷讨伐。

以上报刊舆论，皆以公民面目出现，直指内教二部电检委乃至更早的上海市电检委。此股劲风来势

汹汹又似出自空穴，实则应有其背景。联系１９３４年内教二部电检委因政府内部斗争而被迫解散，电影
检查原本主要由教育部人士把控，转而成为国民党党方势力禁脔之事，估计这股风潮，不外乎也是党

方势力为使原电检班子倒台，提前造势，为最终 “夺权”之目的而暗中发起。但就诸多攻击，都以

“迷信邪说”为把柄，可见当时对 “迷信”的攻讦，早已为社会各界熟悉并接受。

电检委鉴于近来外界之责难及有电影检查法之明文规定，认为该片 “有非禁不可之势”，因而驳回

了 “明星”之续拍申请，并令其在各报刊登广告声明停拍，否则将予以处分［２］。鉴于社会舆论如此，

料难咸鱼翻身，“明星”将希望转而寄托在拍摄 《啼笑因缘》上，不再纠缠 《红莲寺》一片。

四、“前度刘郎今又来”——— 《火烧红莲寺》一度复活

由于内教二部电检委、中央电检委先后都坚持打击武侠神怪片，“明星”又另有其他制作重心，因

此数年之内，都未再听闻 《火烧红莲寺》的消息。１９３７年，“明星”鉴于沪战中位于闸北的厂区受损
严重，无法维持，居然又想起当年的法宝，产生了复活 《火烧红莲寺》之意。

中央电检委在上海沦陷、南京政府西迁后，设立了驻沪、驻穗二办事处。在上海派驻了３名委员检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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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影片，表示并未放弃检政主权。恰逢电影界整体困难，电检委为救市起见，特地允许当年禁片重检

后放映，此次开禁范围极广，即使是辱华片也有不少得以解禁，如以前的 《万能市长》、《尸变》等片，

多达１４部。当然，所有违禁影片都要必须按要求剪去不妥之处才可以重映。此次开禁，令孤岛上海的
一般片商 “眉飞色舞”。在这种情况下，“明星”将 《火烧红莲寺》全１８集送检，对此寄予厚望，希
望借此摆脱经济困境，并曾请求电影同业们联名具呈，以 “救济职工生计”之名，代其向中央电检委

求情，终于获准重检［７］。但是社会人士却有人持怀疑态度，认为该片摄于８年前，既是默片又特技落
后，今日观众是否欢迎尚未可知。

不久，《火烧红莲寺》通过中央电检委的重检，但却在工部局电检委处遭遇窒碍，几经波折，方才

通过［８，９］。

虽然通过中西双方的重检，一贯支持政府制裁武侠神怪片的社会舆论却对此并不看好，认为对观

众有不良影响。但考虑到 “明星”是中国制片公司中历史最久者，对国产片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不

忍看其消灭”，也就忍下了重加讨伐之心①［１０－１３］。

这中间又屡经波折，拖到了１９３８年方才正式上映。由于此时上海增加了很多内地避难的 “高等难

民”，很多人并未看过该片，且又曾为禁片，故观众均兴致勃勃，生意甚至超过７、８年前。１９３８年９
月，第１、２集在租界内的金城映过后，每集票房均超３万元。据此预计，全１８集映完，至少可以得到
６０万元。待金城映完后，又将转入小戏院放映，故６０万并非难事。

“明星”曾于７年前几乎破产，靠 《火烧红莲寺》转危为安。现似乎又可以借此片复兴。公司决定以四

分之一偿还旧职员之欠薪，数目为４～５万，决定于旧历八月半前先发放一次以救急［１４］。虽然票房不错，但是

时代毕竟两样，神怪风靡国人的时候已经过去，“明星”为代表的国产制片公司在整个中国都面临危境时，

难于独活———其主要产业为日寇所摧毁，无法仅靠 《火烧红莲寺》复活。长袖善舞的张石川再也无法挽救

“明星”的颓势，虽然亦曾想重组复活明星，无奈时局如此。覆巢之下，焉得完卵！

五、《火烧红莲寺》的综合意义

《火烧红莲寺》无疑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首先，它对于明星公司本身具有象征和实际意义，如同１９２３年 《孤儿救祖记》一样，《火烧红莲

寺》再次创造了 “明星”历史上的票房纪录，挽救了明星公司，并且使明星公司再次成为国产类型潮

流的领潮者，也引起了舆论的注意。不同的是，《孤儿救祖记》引来的是一片赞誉，认为开创了中国自

己的伦理片模式，深具民族气质。 《火烧红莲寺》却换来舆论的一致讨伐，并最终因此引来政府的注

意。两相对比，也许正说明 “明星”正在经历精神和气质的落伍，由一个走在国产片业前面的领导，

成为体量依然庞大，努力前行，却不免步履蹒跚、不合时宜的老人。是否能赢得社会舆论 （主要来自

知识分子而非底层社会成员）的赞誉，正是中国电影公司是否与时代合拍的一种标志。《火烧红莲寺》

的被禁，除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之外，更从精神上打击了 “明星”的自信，“明星”大概也相信自己如同

舆论所评价的那样，是为有闲阶级的太太小姐们服务的公司，而不像联华，是负担 “复兴国产片”命

运的公司。张石川领导的明星公司在自己熟悉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太久，已经不知道如何另辟蹊径。郑

正秋的去世，又使 “明星”失去了精神，尽管那也是属于落后于时代的改良精神，但郑正秋对教化良

心的强调，始终是对张石川纯商倾向的纠偏，失去了郑正秋，“明星”只剩下了张石川②，只留下了随

波逐流的生意经，没有了为弱者立言的坚定立场。如果说这时的 “明星”还有精神的话，这个精神便

是求存，仅求维持而无更高层次的企业追求。这是 “明星”必然败亡的重要原因。

８４

①

②

该过程系 《电声周刊》之连续报道总结，见参考文献。

当然，张石川本人今日已被公认为是中国电影开拓者之一，地位至少与郑正秋同等重要。且其在上海将沦陷之时，日本人

首先看重 “明星”之老牌名气，意图拉拢，而他选择了不与日本人合作，导致闸北产业被毁，公司陷入困境，这种抉择因其悲壮

而令人尊重。但长期以来，他身上过重的商人气，既是财富也是拖累。没了郑正秋的人道主义来中和，“明星”的气质，日渐市

井化，自不必讳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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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火烧红莲寺》对中国电影界的特殊意义在于它掀起了竞摄武侠神怪片的狂潮，引得无数小

公司方生方死，让所有公司都意识到了把握类型周期制作影片所带来的商业优势。它综合了武侠、古

装、神怪等多种元素，标志着中国电影商业成熟期的到来。世界各国的电影业发展经验都表明，大量

的、平庸的甚至于烂市的商业片的拍摄，正是电影业走向繁荣的一种普遍外在标志，在这当中，新手

和基本技能得以训练，商业模式得以形成，唯有在票房兴旺之后，才能有电影业实力的增强，才有能

力进一步去追求电影的艺术 “含金量”。《火烧》及其引发的 “火烧”现象，正是这种商业规律的一次

历练。

最重要的是，它标志中国社会与官方对电影的要求再次达成了默契，在社会舆论的口诛笔伐之后，

国民政府做出了回应，查禁武侠神怪片，人为地终止了这次始自古装片的大规模类型热潮———以国家

力量达成对商业电影类型更替的人为干预，这在世界电影史上也不多见。如果不是电检委禁映 《火烧

红莲寺》以及相关的一大批电影，照当时的武侠神怪片热映的情况看，武侠神怪片的潮流尚可持续几

年。在 《火烧红莲寺》之后，所有电影公司制作影片之前，都需要对社会和政府可能做出的反应加以

权衡，电影制片商虽然不改其唯利是图之本性，但也将文化和政治因素列为考虑之要素，起码心有忌

惮。这些因素对电影商业周期的干预，在一定程度内带有积极意义，但如果超过这个程度，则对电影

商业有致命的损害。如政治因素在２年后发生的 “艺华事件”后急剧上升，甚至使得影片公司闹起了

“剧本荒”，不知如何应对，事情必然走向反面。所谓过犹不及，民国电影中，政府、社会、业界三方

博弈最难控制与把握的便是对商业干预的程度问题。完全放任自流，没有社会舆论监督的商业，很难

激发出其优秀潜质；完全没有政府管理的商业，也很容易流于恶性竞争；但社会和政府在干预时，又

很容易忘记自己外部监督的立场而直接进入商业中打断其流程，造成违背商业规律之举。中国电影之

所以起落频繁，很大的原因在于干预之深度和广度难于把握，未能构成一个稳定的、有法可依的、符

合电影产业发展要求的监督管理体系①，知识分子和政府在电影场的角逐或合作，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自

己的话语权，而忘记了这是别人的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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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国制片业的健康发展，很大原因在于业内建立了诸多成熟的行业协会，如制片人协会、演职员公会等，可以进行自我调

整和控制，通过业界自治，避免外力干扰。这种机制是中国电影界长期有人呼吁，却始终无法成功建立的。正是自我约束机制的

缺位，导致社会和政府力量的介入。其原因和机制研究，留待将来进行。


